
论藏传佛教寺院与村落的互惠共生关系
——以西藏南木林县艾玛乡牛寺与牛村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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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对西藏日喀则地区南木林县艾玛乡牛村民众的宗教生活及其当地寺院与村落之间关系的人

类学田野调查表明，藏传佛教寺院与村落之间是一种互惠共生的关系，即使经历了重大的社会历史变迁，这

种互惠关系也依然比较稳定。也许正是这种稳定性，保证了西藏乡村社会的传统得以延续和发展。由此，

在西藏社会经济发展的蓝图中，必须把西藏寺院和村落之间的这种关系考虑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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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12年 7月至 2013年 7月间，笔者在西藏日喀则地区南木林县艾玛乡牛村先后进行了两次人类学

田野调查，考察了当地民众的宗教生活及其当地寺院与村落的关系。

牛村是个行政村，下辖吉雄、德村和阿荣三个村。牛寺位于德村，是三个村庄传统活动的中心。牛寺

是一座历史悠久的藏传佛教寺院，也是 20世纪 60年代开展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历史调查的地点。牛寺的原

址，只是噶举派的一座小寺院，名为“加康”。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1617-1682）时期，为了扩展格鲁派

的势力在日喀则新建了十二座寺院（藏语称 chos-vkhor-gling,“群扩林”），“加康”被改为格鲁派寺院，名为

“来协群扩林”（legs-bshad chos-vkhor-gling），隶属拉萨色拉寺，供养单位就是牛谿卡。牛寺兴盛时期拥有

120间房屋、117名僧人。①1959年以来，这座寺院在文化、组织、教育、经济生活、社会关系等方面发生了很多

变化。无论从长时段的历史考察，还是最近的人类学田野调查，我们发现从寺院建立伊始直到现在，寺院与

村落之间一直保持着一种互惠共生的关系，这种互惠共生关系主要体现在地景文化、仪式过程、经济关系以

及寺院重建的过程中。正是这种互惠共生关系，维系着西藏村落社区的整合以及地方文化的延续。

一、“曼荼罗”化的地景

（一）走进牛村

“牛”是“少”的意思，传说莲花生大师旅行至此，见整个山沟景色怡人，认为这样的地方实在少见，便把

它藏起来，作为修行秘境。整个牛村形似大象的鼻子，其地形也有“四卡八隆”的说法，即“四门八沟”。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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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河穿越整个山村，据说它流淌的水线是由莲花生大师的鞭子所画而成，可以减少这个地方的各种灾害。

牛地的圣水集清、凉、轻、柔等特点于一身。圣水自上而下流淌，据说源自观世音的圣地。泉水冬暖夏凉，

在其内泡澡可祛除病痛。上游是岩石山，下游是草甸，山下的石头被称为“塔别甲郭”，意为“大门”。

牛村行政村所辖的三个村子，从牛曲河自下而上，分别是吉雄、德村和阿荣。牛曲河两旁是连绵的群

山，吉雄、德村和阿荣在群山的保护之中，共享着山神的传说与灌溉的水源。

吉雄村的山，东侧由北向南分别叫帕帕甘、塔钦杂、谟究、赤索、斯农、农觉波、宗郭；西侧的几座山由北

向南分别是扩日、亚玛日、查玛、布屯索、钦嘎、查喔赛、查究贡布、则拉杰布。

德村西边的山由北向南依次是“域隆”、“查隆”、“秋姆囊”、“色隆”，一直延伸就到了阿荣的境内。德村

的东边由北向南依次是“夏荣”，“域隆夏日”，“域尊玛”，“郭隆”和“卡隆”。

阿荣村位于德村北面，有神山“郭乌日”、“亚玛日”、“帕巴日”，山脚下有牧民，每座山上都有祭祀的地

方，插有经幡。这里有牛村最外界的两个山，一座叫“塔钦巴当”，另一座叫“普度潘赤色赤”。“普度潘赤色

赤”山顶有两个湖，被称为上湖和下湖，统称“牛湖”，它是牛村水源中最大的源头。

众神灵遍布牛村的山川、湖泊、田地、家户与人身，按照神灵的起源，可分为两大类，即苯教神灵与佛教神

灵。念神—鲁神—赞神是苯教的三类神灵，分别居住于天界—地界—地下。他们本是三界的守护神，后来被

莲花生大师收服，成为佛教的护法神。苯教神灵的特点是：栖居于宇宙各处，上至天界、山峰，下至河湖、家

户与人体；有明显的等级关系，等级越高者（如念神）法力越高强、活动空间越宽广、祭祀仪式越繁琐；有亲属

关系和性别之分。佛教神灵包括佛—菩萨—护法神。佛和菩萨的种类主要依据显宗、密宗两大系统进行划

分。护法神按照其业力可分为世间护法神和出世间护法神两大类。牛村的神灵系统具体分布如下：

1. 生神：波拉却达杰波

也叫“波拉若东赞赞郭如塔玛波”，是一位“杰拉”（生神）。位于牛寺的南边，德村境内。据说他的脸的

形象类似藏戏面具，嘴是乌鸦嘴，身体是人的身体且用衣装裹着，身高大概有一米八左右，人们平常只能看

到他的头。他的法力特别高强，不管以前还是现在全村人不管男女都在供奉他。现在他的塑像已经没有

了，但是有供奉他的“拉碧”（神龛）。“拉碧”是 2008年新建的，里面放有五谷。旧日的拉碧就在新拉碧后

方。藏历新年和藏历六月四号，全村的人都会来供奉，其他时候也经常有村民来供奉。上面的经幡在藏历

新年和藏历六月四号村里的每户都会换新。经幡由五种颜色组成，分别是代表天的蓝色、云的白色、火的

红色、水的绿色、土的黄色。上面的经文有卓玛咒、南秋旺丹咒以及莲花生咒。供奉时会煨桑、敬青稞酒、

敬酥油茶等，而且去供奉时必须着新衣，据说不去供奉杰拉，就会全家诸事不顺遂。

2. 地方神：卓秋桑白顿珠

也叫“卓秋阿玛钦姆”，是一位域拉（地方神），位于寺院西南部的甘丹孜姆山上。它的“拉碧”里面放了

五谷，放五谷时需要僧人来加持。夏天，村民每天都要上来供奉，家里有人出远门时也会来供奉。该神没

有具体形像。供奉时念诵“卓秋桑白顿珠，请享用”等词，念完就开始祈愿。

神龛上插的经幡在藏历新年和藏历六月四号要重新更换。人们平常会先来供奉他，再下去供奉波拉

却达杰波。在山上挂着的长经幡不是每户都要挂的，以前是家里条件好的才来挂，因为买得起的人少。现

在很多家庭都会来挂，有的是家里有人要出远门，有的是希望来年全家能有更好的发展。

据说，以前村里有个人去北边的一个圣湖朝拜，回来时找不到回家的路，就向卓秋桑白顿珠和波拉却

达杰波祈愿，希望能找到回家的路，结果真的就飞来一只白色的乌鸦指引他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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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神山甘丹孜姆的“念”与“赞”

甘丹孜姆山的形象如同一只卧着的大象。有类似大象鼻子的缓坡以及类似大象头顶的小山脊，山上

有棵柳树，据说这是一只向东飞的孔雀幻化而成。很久以前甘丹孜姆山脚下，河的南边都是老寺院，其中

有一座是宁玛派的寺院。

山再向西延伸，是赞神“朵吉查拉”的住所，朵吉查拉赞神生前是人，死后来变成“赞”。以前有一两家人

在供奉。朵吉查拉之上有两块小草地，是给朵吉查拉的马享用，德村一部分人喝的水就是从这里流下来的。

此山本来是莲花生大师的一处秘境，西边的“恰波”和东边的“米卡”两座山刚好要合上形成一处秘境

时，被一魔女看见，故而没能合成。再往里走，就有莲花生大师的圣山“却隆”以及他的修行洞、成就水，据

说这成就水是释迦牟尼的体液，山上还有自然形成的十六罗汉像。在“却隆”还有个天葬台。当地村民介

绍说，以前村里有人去世都会送到那边，但后来有一次在这个天葬台上焚烧了尸体，把天葬台弄脏了，此后

再也没人把尸体送到那里天葬了。

甘丹孜姆西北边的山叫“塔钦查”，东北边的山叫“查嘎波”，相传这两座山为了后面的“卓玛查”争风吃

醋而打架，查嘎波用斧头劈了塔钦查的腰，于是就造成了现在塔钦查这座山的山腰处有个凹进去的地方，

而塔钦查用马鞭抽打查嘎波，现在查嘎波山中间的凹槽就是这么形成的。

4.“鲁”

触犯了“鲁”会遭到其报复，比如朝着家中的火塘随地吐了一口痰，触怒了灶神，这口痰就会返到自己

身上，身上长痘流水。久病不治等状况也会被认为是触犯了“鲁”。这时就要找咒师打卦算命，还要进行

“鲁桑多”即煨桑仪式。人们把糌粑做成多玛，去讨好鲁神，嘴里说着“你不要来伤害我，我不是故意的”，并

请寺院高僧来主持仪式。

5. 家神

家家户户都有守护神，供奉在家中的佐康（粮仓）里。每逢吉日，就会在它前面煨桑。每家供的守护神

都是不一样。分家后，儿子传承的守护神不变，女儿则是嫁到谁家就信奉谁家的护法。平时不用供奉守护

神，新年供奉域拉和杰拉时，会同时供奉家庭守护神。佐康是间暗房，在家中的拐角处，平时家人可以进

去，但是外人不能进入。佐康一般不睡人，但可存放东西。守护神的供品有砖茶、酥油等。搬家时，先把护

法请进来，人再住进去。

6. 寺院护法神：赛扎巴

甘丹孜姆山上有寺院护法“赛扎巴”的拉碧。但是这个只能由寺院僧人来供奉，俗人不能供奉，僧人供

奉的时间也是藏历新年和藏历六月四号，六月四号僧人们还会在那边住一晚。神龛上的经幡要由僧人来

挂，俗人是不能挂的，曲廓尔仪式时，村民背经也不能经过这间拉碧。

牛村的众多世间神，在佛教传入之前是苯教的神灵与魔怪。莲花生收服之后，便成为了佛教的护法神。

神灵的这种身份转换正是弥漫藏区万事万物的世间神的共同历史经历。他们守护并服从着村落中心的佛教

寺院，对村民而言，他们则以守护者和监视者的身份，更为贴近村民们关于此世的活动，人们的定期祭祀与神

灵对于人们的福祉赠予构成了此生的人神互惠关系。关于终极问题的解答与彼世去向的引导，则是寺院的

本职，寺院与人构成的是扩展到前世今生与来世的互惠关系。寺院与众神，分管与合作了藏人关于来世与此

生的福祉，让人们生活在一个神灵无处不在的宇宙之中，佛法对于世间神身份的转换与救赎以及世间神对于

佛法的保护，也构成了佛教与神灵的互惠关系。在众神的怀抱中，在等级的秩序与互惠的逻辑中，在以神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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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心组建起来的生活中，人们的生活实践就像坛城之中的修行，任何世俗活动都与神圣力量相衔接。

（二）“曼荼罗”与神圣中心观

曼荼罗②原是古印度密宗修行的祭坛，中间为本尊佛像，外围是与之相关的诸神与显圣物。曼荼罗既

是宇宙结构图式的表达，也是修行和获得证悟的修行道场，它是对宇宙及心灵的本体论象征。

“曼荼罗化”（Mandalanizing）③的宗教生活空间是世界各宗教的普遍聚落形态，而藏区村落“曼荼罗化”

的地景，是以寺院所象征的以佛法为中心，以佛教神灵、众多世间神以及村落中的人所组成的嵌套等级④与

互惠关系为空间结构组织起来的。虽然牛寺经历了教派的更迭以及时代的变迁，但它作为村落中心的地

位一直稳固。这一曼荼罗式的地景结构，是藏区村落“坛城制的社区”社会结构、文化结构以及人们心灵图

式的多重意义的表征。

“神圣空间”的真实存在及居住地处于“世界中心”的宇宙观，是伊利亚德在《神圣与世俗》一书第一章

的主题。对宗教徒而言，所居其中的空间具有非均质性（nonhomogeneity）特点，即神圣空间对于世俗空间

的切入而导致的空间中断。这一中断使得世界的创造成为可能，也是世界存在的本体意义，因为这种

中断创造了神圣的入口（如庙宇之门）和连接世俗与天国的通道（如庙宇穹顶的开口）、确立了“宇宙之轴”

（Pole of Heaven）在尘世的对应物（如庙宇之柱）。对宗教徒而言，居住地的中心是圣殿，而圣殿是世界的

中心——宇宙山的摹本，因此在尘世和天堂间构成了卓越的连接通道。所以，宗教徒的居所，总是“试图尽

可能地靠近世界的中心”。

牛寺的一份藏文圣迹志对牛地神圣性以及牛寺中心性的描述如下：

寺院的全名乃依据山名所起，曾是噶举派修行地，为多杰帕姆的修行处，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噶举派寺

院，高两层，大殿有两根柱子，主供莲花生大师及其明妃和徒弟，护法神为“贡嘎尔”，有 14名尼姑在此修

行。改宗格鲁派后，寺院扩建为十二柱大小，主供佛仍是莲花生大师，另有观音菩萨、无量寿佛和释迦牟尼等。

寺院正门朝南，前有泉水流过，泉水旁边是一系列圣迹，包括帕当巴索杰的石像及人工神龛，观音菩萨

的自现石像及人工神龛，莲花生大师讲经的法座、曼荼罗及人工神龛，另有鸽子和青蛙的自现石像。此外，

寺院南部还有米拉日巴自现像及祈祷词、八瑞相、空行母脚印、无量寿佛自现像、心语意图示、阎王自现像、

多杰帕姆脚印、秃鹫石像、伏藏、白海螺以及从印度飞来的天葬台。天葬台附近有九层修央处、乌龟岩石以

及财神宝藏。⑤

寺院东边的山是释迦牟尼五十八位弟子的修行处。山的形状类似十八层地狱，在其中修行可除障去

业，修为不同的人所见山之形状亦不同。山中有莲花生大师的自现石像以及神鹿的自现石像。

寺院北边，即寺院正门的背面，有鹦鹉石像、白伞盖石像以及莲花生大师的修行洞，洞内岩石上有自现

的图案，包括弓箭和仙女。修行洞旁有古时修建的宫殿，宫殿旁的柏树是修殿主人的头发形成的，而柏树

是跳舞的仙女之幻化。现在，宫殿只剩下残壁了。

寺院西边的区域，是莲花生大师的主修行洞。修行洞有十五层楼高，状如帐篷，内有莲花生大师及其

弟子上早课的地方，空行母殿、护法殿、莲花生大师的手印和足印、一个三角形的洞口及置于其内的金刚

杵，另有千佛像以及连接十八层地狱的深渊。洞外有宝瓶，洞后有铜色的小山，山上有莲花生大师的自现

像、天女供奉像、狮子跳跃像。洞口附近有一处名为“扎喔”的小山，此山神本要飞往印度，但见此地祥瑞便

停留于此，山上有瑜伽师石像、观音像、护法神像——此护法原为苯教神灵，后被莲花生大师降服，肺和心

被取出并扔到附近的曲宗。山上有一魔洞，洞内的造像很多，有十六罗汉、八大弟子、佛塔样石、经书样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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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样石、佛像样石。山上还有一魔鬼建成的道场，传说莲花生大师为降服此魔，扮成药师，从岩缝中取出

了魔鬼藏匿的佛像，以去除众生业障。岩石旁边有圣水，喝此水或以此沐浴，可治疗痼疾。⑥

分析以上文本以及众神与寺院的关系，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虽然牛寺经历了历史上教派的更迭与规模的变化，但是作为显圣物的寺院一直是牛村神圣地景

的中心——可见“神圣中心观”在藏族社会文化中的历史稳定性，社会秩序变迁与文化意义体系的关系并

不是简化论意义上的决定与被决定。牛寺，从噶举派修行洞到噶举派寺院，从噶举派寺院到扩大了的格鲁

派十二座“群扩林”之一，到民主改革时期的关闭与文革期间的毁弃，到 1980年代寺院重建时谨慎的重拾

旧俗，再到今天相关机构的日常管理，牛寺的历史经历是西藏其它寺院的代表与西藏社会宗教变迁的缩

影。但这种变迁并不是简单的兴衰之别，不是内部文化在外部影响下简单的一起一伏，将寺院的变迁放在

长时段的历史中观察，我们会发现，变迁体现的不是文明的断裂，恰恰是文明“内部连续性”⑦的显现。社会

秩序的变化，自然会给文化带来变动，但文化绝不是白纸一张，任由社会权力的剪刀手进行宰割。藏族社

会的宗教性自从苯教时代就开启了，社会权力的变动选择着作为意识形态的主导宗教，抑佛抑苯与教派纷

争时刻上演着，社会变迁与教派选择共同导演了藏人的社会文化图景，但是，藏人社会的宗教性一直保持

了完整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说明，以宗教为底色的文化意义体系的基础是稳定的，基础之上发生的历史

性文化变迁，具有深刻的内在连续性。从历史得来的这一文明连续性的经验，对于我们考察今日藏传佛教

的变迁及其未来走向具有深刻的先验价值。

（2）圣地解说是对历史的复述，是建构的集体记忆。关于牛寺圣迹的这份文本，据牛寺主任格桑丹杰

所说，是寺院重修后，民主改革前寺院的老僧人共同重编的。这是寺院重建、需要将逸散的记忆重新组建

起来的时期。哈布瓦赫的《论集体记忆》一书中提出了记忆建构的“现在中心观”⑧，即人们对记忆的论述实

则是站在当时社会的需求为导向而回溯并论述过去的。“讲故事的人把自己头脑中的东西加进到叙述中，

却以为自己只是在描述历史。”⑨作为个体或集体的记忆编撰者的历史建构，自然不是绝对的经验真实，但

它是在“意义理性”即“文化”的场域中的“真理真实”⑩。诗学逻辑（poetic logic）与神话思维的意义，本就不

在于经验现实主义对于客观性的妄想，研究集体记忆建构下的圣地解说，价值在于探索历史变迁中，人们

稳定的宇宙观与心灵史是如何呈现出本质上不变的民族心态图式与象征理性的。牛寺及其周边的圣迹志

的叙述，从空间上来看，其叙述逻辑的特点是以寺院为核心先行描绘，再论及寺院东西南北四个方位。而

四方圣迹的描述，则以突出历史神圣性为特色，将莲花生大师在此修行过的历史不断加以渲染，让人分不

清遗留的圣迹是经验事实还是后人想象。当然，人工与自然混淆的解说，本就体现了事件与认识相统一的

宗教心态，莲花生大师的众多遗迹，在此圣迹志描述中的意义，并非地理学的考证价值，而是人类学意义的

文化价值——在当地人的意义逻辑中，此地是莲花生大师的修行与福佑地，是与佛陀诞生地——印度有着

亲缘联系的圣土，因此更接近宇宙的中心，更具有历史与现实的神圣性。

（3）藏族社区的结构特点是以神灵为中心的“坛城式的社区”。在坛城的中间是佛，佛的周边是有情众

生和护法神灵，众生与护法神灵既构成圈层的分类，又交错杂处，比如家神与人处于同一空间内，而山神湖

神则以保护者和监督者的身份位于坛城外层。这种坛城式的有神社区结构，既是观念上的，也体现在藏族

村落的实际空间结构当中，寺院位于村落中央，周围则是村落和神山圣水。

“社区之神”不仅指的是佛教，而是藏人以神圣为基础的集体意识和心灵图式。它是囊括了苯教、佛

教、集体意识或良心、民族价值观与宇宙观在内的意义体系，是藏人心灵史上稳定不变的宇宙观与人生观

论藏传佛教寺院与村落的互惠共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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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认知图式。这一图式的特点包括：（1）神圣中心观的稳定性；（2）神圣的普遍性与等级制；（3）坛城制存在

结构的外显与内化。

二、时节仪式

（一）寺院主持的节日

据访谈和相关文献资料，牛村一年四季与牛寺关系密切，或者说由牛寺组织的传统节日如下：

藏历 1月 4-9号，大祈愿会，念《甘珠尔》。

2月 8-18号，“措却钦谟”，念“喇嘛多乔”，为逝者、病人祈福。

3月14、15号为“宁涅”，即封斋，只是中午吃一顿，一天不可喝茶，不可说话，直到16号清晨六七点。僧人

都在大殿念经，村民不可参与。一天念三四次“宁涅却卡”。早中晚在念经的间隔时磕长头，每次一百多个。

4月 16、17日，是萨嘎达瓦节，念“帕绰”，有 16部。要为整个牛村祈祷。僧人们说，为村子念经是报答

和感恩。

5月 15日，晒佛节，晒未来佛唐卡。届时僧人们将唐卡从寺院顶层放下来，唐卡宽 6.5公尺，高 7公尺，

是在日喀则唐卡师傅那里绣的，然后在扎什伦布寺开了光，是 1985年寺院新建以后买的。以前有两幅唐

卡，14日晒释迦牟尼佛，15日晒未来佛。晒佛节上念“加卓”、“杰洼千别莫兰木”、“顿别格桑莫兰木”、“宗

喀白桑未楠木塔”、“次卓”、“卓玛堆巴岭志玛”。要念一整天，从早上十点晒到下午六点。此时，艾玛乡的

人都会来。

6月 4日，竹巴次喜，供奉寺院护法“赛扎巴”。前一天就去甘丹泽玛山上搬东西、挂经幡，一个僧人挂

一条，当天还要在寺院做多玛，作为献给护法的祭品。当天晚上，两个小僧人会住在山上，一个作厨师，一

个是物品保管，6月 4日晚上回来。4号早上 6点起，寺院僧人集合，往甘丹泽玛山上走，准备工作做到 10
点。煨桑一整天不间断。10点开始念经，念“加卓”、“拉桑桑却扎西杰巴”、“查拉帮顿”、“色彻白桑却”、

“查拉达堆嘎波”、“衮白桑却”、“南木色桑却”、“唐列桑却”、“江给拉桑”、“玛却楚桑”。煨桑时念这些经

文，是为了给护法净化。赛扎巴的形象为红身、人脸、凶相、两颗獠牙往上、右手绳索、左手马鞭。

6月 8号，曲廓尔，隔年举行一次，日子不固定，据历算，往往在 6月的 6-9号之间选一个好日子，今年刚

好在 8号。这天僧人都上山。给村里净化山川，念净化经文“多吉南木炯其楚”。一般是一老一少俩个僧

人走在前面，给整个村子净化。

9月 22日是降佛节。早上做多玛，老经师领诵“涅丹恰却”，当天没有特别隆重的仪式。以前有拉巴 11
做仪式，现在则没有了。

10月 11号起，是“衮却钦谟”节，以前有半个月，现在三五天，念“梅拉多乔”，一天念四次。

10月 24号，“却修”节，25号是“嘎丹昂却”。24号准备一天，做八百多个“措”，每户发一个，26号村长

来拿去发。措是寺院的一种对信徒的布施，也是祈祷信徒福气好的象征。25号早上开始念“梅拉多却”和

“喇嘛却巴”以及“却贡冈索”。

12月 28、29日，是“却修”节，28号做准备，29号晚上做多玛，念“卓玛永朵”，以消除一年的灾难。在共

唐附近，把多玛抛出去。

此外，每个月的 8号、10号、15号、30号这些比较吉祥的日子，会念“梅拉多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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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曲廓尔”仪式

“曲廓尔”（chos-skor）仪式隔年举行一次，从藏历 6月 8日起，共举行五天，头两天集体转山，后三天村

民聚集在牛寺大院，唱藏戏、跳协钦和果谐。

转山仪式的队伍分为六个小队，每个小队带不同的祭品，村里每户至少出一名男人，背着从寺院请来

的经文，吉雄村背着甘珠尔经，阿荣村和德村则背着丹珠尔经。路线是从牛寺（位于德村）出发，到吉雄，顺

着陡峭山势、围绕全村的农田，到达阿荣，第二天回德村，将所背经文放回寺院。

六小队分别是：举旗队、卓玛圣衣队、背经队、村长僧侣队、法器队和阿妈央坚队。各种队伍有特定的

队伍顺序和组成人数。队伍出发时，名为丹增的人，手里拿着“斯巴扩洛”走在第一个。吉雄村的一位名

叫格桑的人，走在背经队伍的最前面，背着“多地格桑”经。卓玛圣衣队和骑马队走大路，其它三队都是山

路。在各个域拉 14处，五队汇合。队伍是按照声、语、意的顺序走，所以，最先走的是举旗队，然后是卓玛

圣衣队，再后是僧尼法器队。每个僧尼都有一个俗人来帮他们拿法器，走山路的时候，法器可以收缩起来，

由俗人背着，快到域拉的时候就吹起来。

曲廓尔的头两天是背经转山仪式，后三天则分别是跳藏戏、协钦和果谐，三村村民和演员聚集在牛寺

的庭院里，藏戏由牛村藏戏队合演，协钦和果谐则是三个村子的聚会联欢，演员们表演一整天，观众则以村

落为单位，铺上席子，带上食物，密密麻麻地坐在寺院院落里观看。

藏戏的内容多是对佛教精神的宣扬，协钦的歌词则多是庆祝吉祥、感恩神灵，此二者只在藏历新年和

曲廓节日时在寺院里表演，而果谐则随处可跳、随时可跳，是娱乐性的大众艺术。

最高的主席台即寺院大殿的阶梯上，坐着年长的僧人们，低一级的主席台上坐着几位村委会领导，再

低一级的主席台上坐着作为“调查组”的我们，村民们坐在寺院平坦的院落里，包围着庭院中央的演员。此

刻的寺院是款待大家的施主，是提供场地的主人，也是与村民共享节日吉祥的同盟。演出间隙，寺院把一

箱箱饮料和食品搬到演员中间，作为回馈他们的礼物，作为平日村落对寺院所提供的物质赠予的礼仪

性报答。村民们对此习以为常而且视之天然，不期待寺院的物质回馈，因为在他们看来，寺院对村落的赠

予——精神的保佑以及生活的指引，是作为俗人身份的自己以任何物质报偿都无法对等的。

德村村长扎西多杰是藏戏和协钦的组织者和领舞者，他多才多艺，当过空军、石匠，十年前开始当德村村

长，深得村民信服。他的父亲以前是牛寺僧人，在拉萨哲蚌寺时学过藏戏。59年还俗，在村里当藏戏老师。

扎西多杰的藏戏便是父亲所教。曲廓上的协钦和藏戏演员大都是他的学生。文革期间，牛村的藏戏活动被

取消，1980年代寺院重建后，藏戏才重新跳了起来。随着曲廓仪式的复兴，藏戏又重新在寺院里跳了起来。

藏戏的内容大都是佛教故事。牛村藏戏的保留剧目有五个，分别是《卓娃桑姆》《囊撒》《白马翁巴》《智

美更登》《诺桑王子》，这是对传统的因袭，因为八大藏戏中的《文成公主》《顿玉顿珠》《苏吉尼玛》这三个戏

目在旧时是需要噶厦政府允许后才能跳的。五个剧目轮流跳，一次只跳一个，一个戏就能跳一整天。最让

百姓感动的是《智美更登》《卓娃桑姆》，老人看这两出藏戏时往往会感动落泪。

（三）仪式中的寺院—村落关系

宗教仪式对社会整合与人格完整的功能主义方面，是社会人类学研究的主题之一。但是由于其忽视

变迁与冲突的方面，人类学对于仪式的研究逐渐转向探询仪式背后的、为当地人所共享的一套文化意义体

系与深层结构逻辑，以及对于仪式所象征的权力进行的反思研究与政治经济学研究。

通过对牛寺在仪式中所体现出来的文化意义体系与深层逻辑结构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

论藏传佛教寺院与村落的互惠共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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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周而复始、定期神圣化的时间观。一年四季不断的宗教仪式与不乏宗教因素参与的世俗节日仪式，

以及每家每年至少请僧人来家里念一次经的习俗，是藏人“循环往复”及“周期性神圣化”时间观的再现。

时节祭祀也是打破日常生活以世俗为主的时间序列，“定期地与诸神同在”以集中体现神圣时间的需要。

第二，坛城制的神圣中心观。王斯福在《帝国的隐喻》中把山街的村庙作为“三个中心”进行论述——年

度节庆的中心、地域保护者的中心以及地方性和文化亚群体认同的中心。牛寺，对于牛村的藏人来说，则多

了两个中心位置，即“地理学的中心”和“宇宙观之中心在人间的象征性对照”。牛寺位于德村中央的空地上，

而德村位于吉雄村和阿荣村之间，又是三个村落的中心。藏人的宇宙观中，以佛教“须弥山”为中心，它以一

种空性的本体存在于宇宙之中，是觉悟的所在。须弥山在人间的对应物便是作为媒介连接人性与佛性的寺

院，寺院便是伊利亚德所说的“显圣物”，它将均质的世俗空间打破和中断，凸显出神圣空间的存在，凸显出“世

界中心”在人间的对应物，这份对应关系体现出宗教徒以神圣为中心的宇宙观以及自我不断接近神圣的祈愿神

话。人们的生活空间，以牛寺所象征的佛法为中心，人们生活于坛城式的世界以及对它的再现之中，这份再现不

仅体现在空间结构上，也体现在宗教仪式上，曲廓仪式的起点与终点都是在村落的中心——牛寺。

第三，既对立又混融的神圣—世俗秩序。涂尔干将整个世界（包括真实的和想象的）的事物分为两个

对立的类别：世俗的和神圣的，宗教仪式属于神圣类别。利奇反对涂尔干的这种绝对化分类以及英国社

会人类学对这一“神圣—世俗”二分法的承继，他提出“连续的尺度”这一概念，认为神圣和世俗是一个连

续统的两极，分别代表一种理想模型，而现实的社会行为实则处于这两极之间，同时带有神圣和世俗的两

种特点，只不过程度不一。而牛村的曲廓仪式，不仅能说明涂尔干所言的二元分类，也能说明利奇的连续

尺度，在此我试图对二者做一整合。

重述曲廓仪式的队列组合，我们可以看出在僧侣村长队伍中，出发次序分别是年长僧人三位骑马开

路、咒师四位拿着祭品供奉地方神、村长骑马取代旧日“陈本”负责纪律、还俗老经师与村长一起，但是不能与

三位僧侣一同出发，即使年纪更长也不行。其他僧侣在“法器队”里，与尼姑、俗人一起，抬着各类法器，在供

奉神灵时吹奏。代表世俗权力的村长与代表神圣力量的僧侣和咒师同在一队，是神圣与世俗合作的象征，而

祭祀地方神时却只能由咒师和僧侣负责、村长只扮演维持纪律的角色，以及三位僧人在队伍先行，村长及老

经师随后，则反映了神圣与世俗的秩序区分。俗与圣，既是合作的关系，也有彼此的边界，这一假设不仅体现

在祭祀的队列组合与分工上，还体现于对寺院护法神“赛扎巴”的祭祀禁忌方面。赛扎巴只是寺院的护法，位

于甘丹孜姆山上，曲廓仪式的本质是祈祷丰收，世俗成分大一些，所以，在仪式中，不祭祀赛扎巴，也不进入牛

寺内部祭祀佛菩萨。而佛教节日时祭祀赛扎巴的活动中，也不能有俗人参与，只能由僧人来完成。从这一禁

忌中，我们看到了圣与俗分别象征的“污秽—洁净”，这一“神圣—世俗”的分类形成了祭祀的秩序与禁忌。

但区分的界限并不绝对和僵硬，常常呈混融与合作状态。以曲廓仪式本身来说，它是祈祷丰收的转田

仪式，也是祭祀神灵的转经仪式。曲廓是自释迦牟尼佛在 6月 14日转四法印而来，曲廓尔节日本应在 6月

4号举行，但是 6月 4号寺院里僧人要去甘丹孜姆山上供奉赛扎巴，所以曲廓尔节日往后推了四天。这种区

分与混融也体现于男性与女性的象征区别上，由女人组成的“阿妈央坚”队伍不能随大部队绕转村田，更不

能进入僧侣村长和法器的队伍中，她们盛装打扮、手捧青稞酒和糌粑琪玛，等候于各个地方神祭坛旁边，为

僧侣、尼姑、咒师和村里的男人们准备食物和歌曲，男性队伍来到之后，从女性手中获取青稞酒和酥油茶，

同时将女性手中所捧琪玛的糌粑粉抛洒一点点在女性身上，象征着转经福德的赠予。女性不参与转经有

三个原因：一是体力不足以绕转长距离山路；二是性别象征的污秽，这种污秽感也体现在女性不能进入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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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护法殿的禁忌之中；三是女性守候在地方神旁边，起到了“后援团”的作用，她们带着食物和酒茶供给劳

累的男性，从意义方面来说，她们象征吉祥的盛装与琪玛、她们唱诵的祭祀歌谣以及家族兴旺繁衍的性别

标志，也是取悦地方神的象征资本。所以，女性与男性及僧侣的区别与合作，也是“神圣—世俗”既区分又

融合的标志。其他三个队伍，则是负责举旗、抬佛像、背经，没有僧人参与。

整个曲廓队伍第一个出发的是一位名为“丹增”的俗人，取其名字的吉祥之意。从线性时间上看，第一

个出发的不是牛寺僧人，而是俗人丹增，这与笔者当初的预料不一样。在参与仪式前，笔者以为队伍第一

个出发的必是僧人无疑，因为他是神圣力量的象征。事实并非如此：首先，曲廓仪式是世俗意义的望果节

与宗教意义的释迦牟尼转四法印的结合，但世俗意义更大一些，因为对佛的祭祀已经在四天前的“竹巴次

喜”仪式上实践过了，接下来的大事是祈祷整年的庄稼收获，以保障村落与寺院都可以生存。所以，第一个

出发者由俗人担任；其次，俗人首先出发并未逾越神圣权力，因为三位老僧人不仅骑着马走在“僧侣村长

队”的前面，而且不与举着“斯巴廓落”的丹增所处的举旗队走同样的路线，他们在路线地域上得以划分，这

象征着世俗权力对神圣权力的不可威胁，神圣权力的优先性并不能以时间上谁先出发而磨灭。此外，丹增

手中举的“斯巴廓落”是具有浓厚神圣力量的坛城唐卡，是文殊菩萨从五台山上带过来的，所以，从空间上

来说，与其说丹增走在整个队伍的最前面，不如说文殊菩萨为牛村带来的佛教福祉带领着所有人前行。由

此可见，世俗与神圣既有界限和禁忌，也彼此依赖与混融，在不同的情景中，人们社会行动中神圣与世俗的

分量也各有不同，但绝不是纯粹某一方面的存在与彰显。涂尔干的“神圣—世俗”二元分类，与利奇所言的

“神圣—世俗”连续尺度，在牛村曲廓仪式的性质与实践中，得到了整合。

第四，互惠的伦理道德观。通过库拉交换仪式，马林诺夫斯基得出“库拉”这种“半经济半仪典性的活

动”、这种“既是世俗的，也是巫术的活动”，赋予人们社会特性和荣誉、并将不同的部落社会联系成一个整

体的功能，也就是仪式在构建“人格与社会完整”方面的功能。

朱文惠将藏传佛教寺院与村落的关系描述为“互惠共生”，表现在：俗人慷慨供应出家僧众食物及物质

资源，僧众则以“佛陀的智慧与教诲”为最佳礼物回报，由此建立起寺院与村落相互依赖的互惠关系(reci⁃
procity)，以及寺院与村落“功德（merit）施受”“业报(karma)转换”的共生关系（symbiotic），而这种互惠共生

关系，正是寺院—村落社区的社会结构。显然，这一互惠逻辑呈现的是宗教服务与物资供养的交换（ex⁃
change），抽象的服务与具体的物资之间的互惠，构成了寺院与村落、神圣与世俗礼物交换的主题。不过，

在朱文惠的书中，他也写到了僧人在取得掌堂师阶位后会举办大型宴客活动，款待村民，回报他们的长期

供养，这一行为则体现的是僧人以物质形式回馈村民长期的物质提供，是一种“延迟回报”的礼物交换。

由此，我们可以推论，寺院与村落的交换形式，是包括物质、仪式、服务、劳动等等在内的、既包括物质也包

括精神的复合式交换，正如莫斯在《礼物》中所言：“一切——食物、女人、儿童、财物、护符、土地、劳动、服

务、圣职和品级——都是可以转让和移交的。这些进出来往，便意味着无论在氏族之间、个体之间，还是在

品级之间、性别之间和世代之间，都存在着一种既关涉物也关涉人的精神方面的持续交换。”

互惠包括人神互惠与人人互惠。曲廓仪式祭祀的主要是三个村落的地方神，在每一个地方神栖息处，

是人们祈祷和休息的地方，也是女性组成的“阿妈央坚”等待男性村民到来、唱祈愿歌曲、互相赐福的地方。

给地方神的祭品包括糌粑、青稞酒、桑等象征丰收的物品，祈祷词则以风调雨顺、牲畜平安、家庭和乐为主

题。在曲廓后三天的歌舞仪式中，寺院在演出间隙给予村民的饮料和食品的赠予，也是在公众认证的情境下

对村落一直以来为寺院提供的基本生活资料的答谢，虽然这种交换绝不是等价的，但作为“总体呈现”的寺院

论藏传佛教寺院与村落的互惠共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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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物包含了寺院对于村落的态度——感谢。这份感谢包括了日常生活资料的保障性供给以及历史上重建

寺院时村落给予的帮助，这种看似不等价的人情交换不仅体现在寺院对村落的物质报答，也体现在村落对

于寺院的供给，包括人们日常生活和节日礼仪中敬献的青稞、糌粑等物品，有两层原因：一为答谢，答谢寺

院长期义务性的精神馈赠，这份馈赠是多少物品也抵消不了的；二是需要，人们需要寺院的持续运转，以继

续提供这种精神指导，所以，在寺院失去其作为地方经济主导权的合法地位而变得穷困衰弱时，供养这一连

接人神的媒介、使“神圣之门”不至无地安放的职责，村民便自愿将其置于肩上。在藏区社会中，村落社会是

一个历时的和共时的整体，它的两大主角则是寺院和村落，寺院—村落的互惠共生关系是村落社会人格与

社会完整的机制，同时，这种互惠共生的道德伦理，也属于藏人自古以来面对超自然神力的信仰观念体系。

三、历史记忆与日常生活

（一）记忆重建

重建寺院和再现仪式是盛大的公开的复归过程，人们在重新建构过去的同时也在创造着新的文化传统，

使之更好地起到对当下社区团结的功能。重建神堂的过程也是直面、恢复和组建社会记忆的过程，重组的

社会记忆像医药，医治着村民的自我悔恨与牺牲的伤痛，记忆成为了自我疗愈、重建价值、族群政治与权力

博弈的手段。

1959年后牛寺关闭。1980年代，还俗的老僧人去乡里申请重建寺院，在村民的捐赠下，牛寺终于得以重

建。重建后的寺院，已经不再有田地和牲畜，僧人们的家人会送点补贴，村民们会供奉一点粮食和少许钱，僧

人的资金来源就是村民供奉、外出化缘以及念经的收入。没有政府补助。重建时的寺院只有一层，日后才新

盖了第二层。

现在的牛寺，仍旧坐落在牛村三个自然村落最中间的村子德村的中央，寺院坐北朝南，院落里有一根

挂满经幡的“塔日钦”，主体建筑是一个二层高的庙宇，一层是经堂和护法殿，二层是供放《甘珠尔》和《丹珠

尔》的佛堂。此外，还有僧舍、寺管会办公室以及一间嘛呢拉康。

重建了寺院，仍然需要作为中介者的僧侣的日常修学与念经，需要作为加强集体记忆的“集体欢腾”宗

教仪式。寺院刚重建的时候差不多有 20个僧人，其中新的僧人 15个，剩下的 5个僧人是过去寺院的老僧

人。寺院里有两位经师，一位叫尼玛仓央，另一位叫“芒推拉”，都是以前寺院的僧人，虽然在寺院重建后他

们以经师的角色服务于寺院，但是都保持了俗人的身份，只是留在寺院给年轻的僧人教授经文。那曲先泽

县的还俗老僧人“却扎拉”和“然样拉”也会负责给年轻的僧人教经，他们以前也是牛寺僧人。另有牛村的

还俗老僧人“更顿拉”和“旺久拉”也会时不时给年轻僧人教授经文。他们都是居士，平时会去村民家里念

经，有宗教仪式时也会在寺院念经。宗教仪式大都因循旧制，但由于僧侣人数与资金的限制，昔日宗教仪

式的运行天数往往被缩减。

在访谈中，我们发现，人们关于牛寺的集体记忆，反复出现的、日常化的方面都规避了对于寺院关闭时

期和“文革”时期苦难的提及，仿佛这段历史在集体记忆之中自动消失。人们的社会记忆是为了建构当下

的社会集体价值而被建构的，因此，曾经引发族群内部分裂与伤痛的记忆，会在人们历经苦难之后，回顾往

日历史时，被团结当下社会以及治疗往昔伤痛的集体意识所有意规避，并且被人们期待在世代传承之中，

趋向于淡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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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记忆的选择性建构，需要对“灰色地带”的禁忌，同时，也提出了对于“美好时代”的强调。牛寺作

为表达和建构集体记忆的场所，其建筑重建、恢复教育与仪式、重修圣迹志和历史文本的过程，就是以社会

戏剧的形式，展演和凸显牛寺的神圣性与美好，并以这种被强调的美好，边缘化人们曾经背叛神圣性的苦

难历程。由此可见，集体记忆得以建立的社会机制，是“现在中心观”的社会团结需要，而集体记忆对于社

会与个体的功能，就在于重建集体意识的“社区之神”以及寻求族群身份认同的个体心理需求。

重建被毁的牛寺，是面对昔日的伤痛、救赎自我的罪感、整理飘散的记忆、追加居地的神性、升华集

体的道德、凝聚社区的共识以及保障世系的存续的过程。哈布瓦赫以“现在中心论”来解释重建记忆的

目的，认为重建集体记忆是为了加强现在的社会团结。对记忆的建构也许并不完全是出于人们为现

世生活寻找合法性的目标，很大一部分也许在于，人们并没有跳出历史的画面，而整理和重构记忆的过

程，就是解释那“迷局”一般的历史画面的努力。而历史与现实的衔接，不就在于这跳出迷局、整理头绪

的过程中么？重建的记忆就是这伟大的衔接点，它提示人们历史与现实不是断裂的，现实局面是历史

规划的结果。

（二）日常生活的宗教性

1. 人生礼仪

（1）出生仪式。孩子出生后三天，大人们会在家里举行“旁索”仪式。亲戚带着琪玛、糌粑、哈达以及小

孩衣服、垫子来庆祝，给小孩的额头上抹糌粑，给母亲和小孩献哈达，这个过程要一个晚上，剩下的两天在

家里请客喝酒。这个仪式不请僧人，但是如果出生之前母亲身体不舒服，会请一个僧人来念经，念“多玛”、

“甘久”和“朵地格桑”，也会去寺院拜佛和供奉。孩子刚刚生下来会煨桑，在门口立半臂高的 3个石头，昭

示客人不要来。出生第 3天的傍晚，“旁索”才开始。没旁索前孩子和母亲不能见外人。生产时，母亲要在

离家中左康远的地方生产，否则会污染护法。

（2）取名仪式。孩子出生后三个月要找仁波切起名字。专司起名的两位喇嘛卡噶仁波切和桑林昂丹

增仁波切都是宁玛派上师，也都是咒师。起完名字，父母给仁波切献个哈达就可以了。

（3）结婚仪式。结婚前会把男女双方的名字、出生日期、五行状况告诉咒师，他则打卦，看吉凶，如果他

说需要念经，就找牛寺的僧人来家里念经。插经幡、召福、煨桑等僧人一概不参加。

（4）治疗仪式。首先去看医生，若没效果，先找咒师打卦，找原因，咒师会说要念什么经，然后请僧人来

家里念经。

（5）搬家仪式。搬家要举行“康索”仪式。盖新房子之前，要请咒师打卦看地形吉凶。地方不太吉祥就考

虑不搬，情况不严重则找僧人念经。新房子盖好后，会把旧的护法请进新房子。夜深人静的时候，要由家里

的母亲，披着彩色的氆氇，背着竹筐，里面装着牛粪，右手拿着达达，后面跟着家人。母亲口中念着护法的

名字和“请来，请来”，一路上不能往后看，一直走到新房子的左康，东西放下，家人都出去，母亲一个人摆好东

西，跟护法说“从今天开始，您搬入了这个新家”。请护法神的时候，除了家里人，别人不参加这个仪式。

（6）超度仪式。如果家人去世，会请僧人来念经。亲友会带酥油茶和糌粑来，不需给钱。死亡仪式前

后一共 49天。头三天停尸，人们给尸体献哈达，僧人在这三天每天来念经，主人按照家庭收入情况给僧人

发钱，没有标准。然后，尸体运到日吾齐的天葬台进行天葬。再过三天，每七天请僧人来家里念经一次，尾

七的念经仪式最隆重。49天里，灵魂一直在家里；49天后，灵魂就走了。一周年以后，会按照藏历，在忌日

这一天请僧人再来念经一天，亲友也会来。

论藏传佛教寺院与村落的互惠共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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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日常生活

（1）牲畜。牧民要在牦牛中给家里的护法神选择一头坐骑。选定之后，要举行“雪索”仪式，一般是在

藏历六月选择一个良辰吉日。

（2）居所。房屋有两层，一层有羊圈和牛圈，二层住人。屋顶四角是四个插经幡的“拉瓦”。“拉瓦”是家

中护法神的居处。冬季藏历新年时四个拉瓦上都要插新经幡。夏季如六月初四、十五等节日也要换新经

幡，至少要换四个拉瓦的两处。总之，一年中藏历新年每家都会在房顶四角插新经幡，其他节日则并不强

求。房顶还有“桑康”，即煨桑的地方。屋顶有凸出来的屋檐、修饰瓦片以及房顶四角插着经幡的“颇拉”。

房子建成后举行三天的“康索”（搬家）仪式。

（3）洁净观。认为屠夫和铁匠等人是脏的。如果家里要娶媳妇，都会要求女方“出生干净”。若娶了

“不干净的”媳妇，会受到亲戚的唾骂，也会给家人带来不吉祥。

（4）治疗。若一直生病久不见愈，先请咒师打卦，咒师在纸条上写了要念的经，交给僧人来念。僧人念

完后，过 5天咒师来家里念经，做 4个“多玛”，人们在同一时间扔到村子边缘的东南西北四个方位，犹如将

身上的病与灾难扔出去。宗教治疗仪式与祭拜域拉、杰拉以及去医院看病是结合在一起的，村民认为将它

们一起使用，疗效最好。

（5）供奉。分几种：①域拉和杰拉的供奉：周一、周四、周五和有事的时候，会先后在域拉和杰拉处供

奉，煨桑，供酥油和糌粑。男女都去。②家中护法的供奉：一般供奉在“左康”里。左康位于家中最里面的

暗屋里。周日、周一和周四供奉，供奉物品为经幡与琪玛。必须请没有去葬礼的僧人。这样会让护法保持

干净。③家中拉康的供奉：每天早上供净水。晚上撤下净水。佛像买回来后，要去扎什伦布寺或者牛寺请

僧人加持，装藏，装藏的物品有经文、珍珠、绿松石等。装藏的过程要在寺院举行，请一位僧人，装藏完毕后

献哈达，并给僧人五元或十元。

伊利亚德在《神圣与世俗》一书中提出“宗教的人”的概念，指的是人类群体无论是否归属宗教组织，都具

有的宗教性，这种宗教性体现为对于超自然力量的或谨慎或崇拜的态度。此概念起先是说明宗教徒的存

在状态，即宗教徒的生命是“向世界开放的存在”，由于相信宇宙的诞生来源于神圣的因素，而自己也是这神

圣因素的产物，所以，人不仅作为生物体而存在，而且由于其分享了神圣宇宙的一部分而成为宇宙的微观象

征，这层象征意义不是语言类比，而是作为本体论意义的存在价值。伊利亚德“宗教的人”的概念，是被放在

“古代社会”中被提出和验证的，但作为继承者的现代人，同样具有“宗教的人”的质性。尽管“被原始社会的

宗教徒和古代文明所认同的大部分状况早就被人类的历史发展远远地抛在了后面。但是，这些社会状况并

没有消失得无影无踪，它们已经影响和造就了今天的我们。毕竟，它们也构成了我们自己历史的一部分。”

在经历了民主改革和“文化大革命”对于宗教信仰的“祛魅”以后，藏族人重新获得了延续其佛教信仰的合法

性，他们以重建被毁寺院、恢复作为构建和强化集体记忆的仪式活动以及在日常生活中恢复作为习俗的宗教禁

忌与献祭为信仰表达，恢复和强调了其自古以来“宗教的人”的存在方式。无论是苯教状态还是佛教状态，藏族

人都以明显的“宗教性”而存在着，只不过被信徒所崇拜的神圣力量在发生着转换、漂移、还原、再生而已。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这种宗教性的复归在西藏的表达，由于寺院编制与资金的限制，教育与组织的

衰落，无法充分达到人们对于僧人以及寺院本应扮演的社会角色的期望。西藏的宗教衰落了吗？对于这

个问题的考量，在全球化的时代，应当超越作为地域的西藏，进入作为意义体系存在的西藏文化整体。毋

庸讳言，在我国内地以及国外许多地方，藏传佛教也在发展中并逐步变异，顺应着后现代时期人们对于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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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灵性的探索潮流。

四、结语

西藏的佛教寺院如同本文所论述的牛寺，虽经历或正在经历着巨大的历史与社会变迁，但寺院与村落

社区之间互惠共生的结构关系似乎一直保持相对稳定。这一互惠共生关系具体体现在当地的地景文化、

仪式过程、记忆重建所体现出的心理诉求，以及日常生活的宗教性中寺院所扮演的核心角色等方面。

空间地景的格局是地方文化精神图示的再现与表征。牛寺、众多地方神、家户、山山水水，构成了类似

坛城的、以神圣佛法为中心、众神与万物等级嵌套式的景观特色。而这种曼荼罗化的布局，正是信徒对于

以神圣为世界中心的宇宙观的现实模仿。通过再现宇宙图式，为神圣的中心找到世间的对应物，来尽可能

地接近世界中心。正如伊利亚德所言，“世界中心及其模仿与再现”的空间心理，在宗教徒的世界很普遍，

在本文中，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牛寺几经教派的改换和规模的变迁，没有改变的，便是它作为牛村的神圣中

心而存在的角色以及它作为宇宙观在尘世的对应物的实践意义。

这种中心性亦体现于仪式操作的过程中。曲廓尔仪式是牛村的年度盛会，届时全村的男女老少悉数

参与。人们被编排成为六个小队，获得不同的仪式分工，集体绕转全村的农田，从牛寺取经出发，最后的终

点仍旧是牛寺。曲廓尔并非纯然佛教的仪式，它的最大目的是祈祷丰收，祭祀地方神，是世俗性较强的节

日。但是，牛寺在此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僧人在曲廓尔队伍中领头的身份，不仅体现出寺院作为村落中心

的地位，也体现出世俗与神圣作为“连续的尺度”再现于丰收仪式中。此外，此仪式所体现出的建立在礼物

交换基础上的村落与寺院的互惠关系，以及这种互惠关系所构成的藏族村落社会的整合结构，都体现出了

文明的历史传承性与现实功能价值。

集体记忆的重构体现为，在经历过“文革”时期的毁寺伤痛之后，村民们模仿旧日寺院的构造甚至院落

植物栽种的种种细节，集体参加到修建寺院的过程中，请回了昔日的僧侣作为经师，按照旧日的神灵陈列

重新购置了神龛佛像。对于伤痛的记忆，人们很少谈及，而是以重现仪式的方式，突出牛寺往昔的繁盛。

从这份避免与凸显之中，我们看到的是人们对神圣感以及赎罪感的强烈欲求、凝聚社区共识与集体意识的

“现在中心论”的记忆建构模式，以及弥补文化的断层，主动从当下出发重构文明之延续性。

这种文明的延续性，亦体现于村落居民的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存在于宗教徒的日常实践之中，

存在于作为连续尺度的世俗与神圣的整体生活之中，也存在于非宗教徒的社会之中，尤其是作为继承者的

现代人，现代性的“祛魅”仍旧以“魅”为底色且在 1970年代以后呈现出“复魅”的全球性态势。因此，对于

牛寺及牛村所共享的那套以神圣为中心的文化意义体系的延续性与相对稳定性，可归结到伊利雅德所言

的“宗教的人”的本体论意义上了。这种人之宗教性的存在方式，是构成藏族村落文明延续性以及宗教文

化在社会结构发生变革时以“内部转换”维持生命力的基础。

牛寺曾经是村落的社会权力中心与宗教中心，虽然寺院不再享有显性的政治赋权，但它作为“卡里斯玛

型”的宗教组织，仍旧具有强大的支配作用，这份支配作用体现于宗教徒的价值观与道德体系、反常事件发生

时的习俗应对、人生及社区阶段的过渡仪式、以及共同经历苦难之后所结成的赎罪需要与服从关系。可见，延续

下来的文化意义体系所支持的民间“大人物”的精神力量是一种稳定的集体意识的存在方式。卡里斯玛型的

心理与实践支配，来源于文明的传承性，并增加了文化的相对稳定性，起到了与新兴力量进行博弈的功能。

论藏传佛教寺院与村落的互惠共生关系

-- 22



Vol. 2 No.5
Oct. 2014

社会学评论
Sociological Review of China

第2卷 第5期
2014年10月

注释：
①西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编辑组编：《藏族社会历史调查》（六），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第 408页。

②“曼荼罗”是梵语“Mandala”的音译，意为“坛城”、“道场”。“Manda”意为“本质”，“la”即“意识”，故“Mandala”意即“获得本质”，

“获得觉悟”。

③“曼荼罗化”是艾伦·格兰帕德在论述日本寺院与社区的关系时所使用的概念，村庄的“曼荼罗化”是对佛的居所以及觉悟状态

的模仿与追求。参阅Grapard, Allan G. Flying Mountains and Walkers of Emptiness: Toward a Definition of Sacred Space in Japanese.
History of Religion. Vol. 21. No.3. 1982. pp. 209.

④郁丹用“曼荼罗化”分析藏区村落地景时认为“曼荼罗化的例子不仅仅象征人们将特定的地方公认为佛地，还包括一种嵌套的

等级制度（nested hierarchy）”，在这种等级制度中，“万事万物都从属于佛法在精神上的权威。”参阅苏发祥、郁丹主编：《中国宗教多

元与生态可持续发展研究》，北京，学苑出版社，2013，第 31页。

⑤“修央”之“央”即福气；财神宝藏包括茶堆、粮堆、衣物、大鼓、马头，皆为自现石像。

⑥牛寺管理委员会编：《牛寺历史与圣迹》（藏文版），2012，牛寺寺院管理委员会提供。

⑦[美]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第 196页
⑧[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第 88页。

⑨景军：《神堂记忆：一个中国乡村的历史、权力与道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3，第 37页。

⑩[美]马歇尔·萨林斯：《“土著”如何思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Lha-pa，能被神附身的人。

srid-pa-vkhor-lo，“斯巴扩洛”，一幅唐卡，中间类似坛城，周围有十二生肖，由名为丹增的男性俗人拿着。据说此唐卡是文殊

菩萨在五台山上拿出来的。

mdo-sde-bskal-bzang，“多地格桑”，经文，背经排头，最好由名叫格桑的人背。此经文据说是传到西藏的最早的经文，是从天

上掉到雍布拉康所在地的，500年后，雍布拉康在经文掉落处落成。

途径的域拉有吉雄村的白洼域拉，伦珠岭域拉，查钦贡布，则拉嘎布；德村的卓秋桑白顿珠；阿容村的帕郭东丹，协杰，赞久。

[美]罗伯特·F·墨菲：《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第 239页。

[罗马尼亚]米哈伊尔·伊利亚德：《神圣与世俗》，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第 44、3、92-95、118页。

[英]王斯福：《帝国的隐喻：中国民间宗教》，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第 106页。

[法]E·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第 36页。

[英]埃德蒙·利奇：《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对克钦社会结构的一项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第 36页。

[英]马林诺夫斯基：《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第 441-447页。

朱文惠：《佛教寺院与农牧村落共生关系：中国西南藏族社区研究》，台北，唐山出版社，2002，第 5、158-169页。

[法]马塞尔·莫斯：《礼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第 23页。

On Recipro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ibetan Buddhist Monasteries and
the Local Villages

SU Fa-xiang, WANG Yue-wei

Abstract: The anthropological fieldworks in Xigaze Prefecture Emma Cattle rural village which exam⁃
ine the religious life of the local people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ocal monasteries and villages indi⁃
cate that there is a recipro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ibetan Buddhist monasteries and the local villages.
Even after significant social and historical changes, this reciprocal relationship is still relatively stable.
Perhaps it is this stability that ensures the continuity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raditional rural society of Ti⁃
bet. Thus, I propose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tak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ibetan monasteries and vil⁃
lages into account when we take about the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ibet.

Key words: Tibet; monasteries; village; mutual benef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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